“优惠待遇”将成为2005年《公约》进入实操的关键
——参加2008年12月政府间委员会第二次常会的简要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哲学所  章建刚

    2008年12月8-12日，《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现教科文组织中通常简称“2005年《公约》”）按计划举行“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政府间委员会”（2007年选举产生，参见我上次参加特别会议会的报告“为运用《公约》这一政策工具做好准备”）第二次常会。会议按事先安排，分别审议了有关“操作指南”的四个文件：“（与12条相关的）促进国际合作”、“（与13条相关的）将文化整合进可持续发展”、“（与14条相关的）为发展而合作”以及“（与18条相关的）文化多样性国际基金资源的使用”。会议还请有关专家就（与16条相关的）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的问题研究进行了简要报告。我感到，与08年6月政府间委员会特别会议相比，本次会议的气氛更加务实，协商的气氛更浓，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与此同时，也让人更多地感受到《公约》实施日益临近时各方的谨慎和试探。
    应该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形式多样性公约》是一项很重要的国际公约，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会占一席之地。但它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相比，其具体目标与对象更难把握，文化多样性是一种状态，怎样是多怎样是少很难作定量描述；多了或者少了以后结果优劣也很难作简单评价。并且因此，与2005年《公约》相关的项目、合作、基金使用的成果评价都更为复杂。这时各缔约方都意识到，一个良好的国际公约必须与已有的其他国际公约互不冲突；同时，无论有多少单方面的优惠待遇或“倾斜”安排，最终都必须能惠及各方，实现共赢！事实上，这在存在着不同文化和社会制度、不同宗教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间本不是很容易实现的事；而在制度安排实施及可能出现矛盾之前让规则设计得合理、周密更是极为重要的步骤。
    尽管欧盟国家在《公约》进程的推动上始终居主导地位，但似乎他们并不企图通过《公约》框架谋取什么经济利益，相反对发展中国家予以某种优惠是他们的重要关切。发展中国家在政府间委员会的代表主要是中国、印度、南非、巴西与圣卢西亚等。但印度似乎更关注《公约》执行过程中的程序公正；而巴西明显希望拓展《公约》受益人的范畴，将对各种弱势群体的扶助纳入其中。这当然都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参与，但对《公约》事业的实质影响并不太大。
    中国代表团一直在会前有较为认真的准备，文化部牵头的部际协调机制（包括外交部、商务部、广电部、新闻出版总署、知识产权局及社科院等单位）有预案和案文准备。《公约》制订阶段的工作始终把握住对主权原则的强调，和对我现行国内政策的衔接，因此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发展状况良好。同时，我们一直注重通过《公约》伸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同时希望在“操作指南”的制定中将我方的国家利益体现进去。本次会议当中，我代表团就发达国家应在信息技术转让方面优惠发展中国家的内容明确提出，并被相关草案采纳。这是对《公约》事业的实质性和建设性的参与，树立了我国政府在教科文组织中的正面形象。
    回顾《公约》制定与推进的全过程，其贯彻、实施，包括“文化多样性基金”使用的基本思路似乎是这样的：首先，文化多样性状况与各国尤其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因此要将文化维度整合到各国的发展战略中去。其次，发展要求合作，合作为了发展。这里说的合作特指国际合作；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再次，这些合作应该有商业合作，同时也不仅是商业合作。最后，考虑到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这些国际合作应不完全是对等的，而是包含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
    本次会议有一个小小的插曲。第一天上午的会议讨论“国际合作”草案。其间一些欧盟国家和法语国家集团提出，国际合作也应包括“北北合作”的形式。但这一发言马上受到发展中国家尤其印度、巴西等的反对。反对意见认为，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一直就存在，《公约》操作指南不必再次作排列组合式的表述；因为这样做只会削弱、干扰了对发展中国家予以优惠待遇的明确倾向，因而削弱《公约》的作用。的确，《公约》文本中已经多处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应得到满足；文本中已写明了进行文化合作对减贫、缩小贫富差别等的意义。最后，会议决定取消对第12条“国际合作”再作“操作指南”。回到起点：第一个半天的会议竟是这样的结果。事实上，本次会议讨论的几个草案都还是一些原则或建议，与未进入实质性讨论的“优惠待遇”问题相比，重要性要低得多。
    “优惠待遇”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人们不能设想发达国家拿出大把的钱向发展中国家分发。
    各方原来均很关注的《公约》第20条，即“与其他法律文书的关系”，现在似乎并没有太多国际法方面的横向关联问题，因为欧盟专家将WTO中“特殊与区别对待”条款找出来，说明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制度安排。但是，什么才算“优惠”，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市场讲究公平交易，公平体现为等价交换，而公平价格的形成取决于双方“合意”。那么，优惠待遇是要求只有一方合意的交换吗？对方凭什么要接受这种合作建议呢？更何况，没有市场价格形不成，什么是优惠也说不清。因此，优惠待遇只能是有限度的（让步），而且必然会有长远利益作为施惠方的动机支撑。其次，施惠方还要关注这种有限的、符合长远利益的“好处”会不会在受惠方的使用过程中被改变用途或目的呢；如果要不被改变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进行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呢，等等。这些考虑都是应该得到理解的。
    因此，政府间委员会对“优惠待遇”条款的操作指南形成极为谨慎。本次会议并不直接讨论相关“操作指南”草案，而是分发了六个专家报告，并说明将来实施还会有一个“领航阶段”（pilot phase，相当于我们说的“试点阶段”）。这些统一体例的报告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分别对“优惠待遇”的概念含义加以说明，说明其是什么或包括什么，以及不是什么或不包括什么。接下来，这些报告主要检索了各国的相关法律制度环境及目前已签署的各种国际合作条约的状况。毕竟未来的合作很可能是不同社会制度间的对接。
    在本次会议刚刚结束之后，“亚欧会议”在越南河内组织“论坛”，其主题是“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形式多样性：分享亚欧经验”。从会议的分组议题看，其主办方（主要是欧盟）关注的仍是同样的问题。三个分议题分别是“亚洲和欧洲的文化多样性公共政策”、“亚欧内部与之间的文化交流再平衡”和“为发展共同行动”。尔后，教科文秘书处向各缔约国分发了有关“优惠待遇”的调查问卷。可见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公约》继续推进的关键环节，也会是下一次政府间委员会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
    因此，我们这个部际协调机制应将注意力转到这个问题上来。这次的调查问卷也可以被看作是欧盟的“寻价”方式。我们应该将自己的要求明确而适当地开列出来：如发达国家要为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开放市场（此前《公约》的相关文字之说“要为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品与服务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提供方便”）；要为发展中国家的艺术家及文化从业人员进入发达国家提供入境方便，等等。因为这样的条件都是单方面的，让我们提我们就这么提，“出价”本来可以高一些。发达国家在优惠待遇的语镜下反而不好要求我们对等开放。
    通过参加这两次政府间委员会会议，我对欧盟国家在《公约》框架下的战略目标也有一些新的揣测，似乎除了可能进行一些不完全对等的文化贸易（不对等的贸易总是难以持续的），开展一些文化交流，似乎他们也在希望“示范”某种有关人类发展的“欧洲模式”。尤其这样的“欧洲模式”与我国当前努力寻求的“科学发展”似有一些相似之处。是不是这样，尚需拭目以待！
